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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和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

考量“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试点城市相较于非试点城市的工业废水、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显著降低；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三产业结构占比等指标中介效应显著。鉴此，应依据区域主

体功能定位，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为抓手，不断拓展长江经济带生态产业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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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发展制度理论是基于庇古税(政府干预)和科斯定理(市场机制)发展演变而来并逐渐具体化的[1]。环境问题涉及多方面的

利益，很难就环境政策作出一致的判断[2]。Zhang 和 Wen(2008)指出中国环境政策演变态势的重点从偏重污染控制到污染控制与

生态保护并重，范围从点源治理到流域与区域的综合治理[3]。包群等(2013)认为环保立法对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更具有改善环境

质量的效果，但仅靠环保立法难以显著抑制污染排放
[4]
。环境污染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政策来完善，更重要的是确保新的法律制度

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被真正落实[5]。 

推进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是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基础[6]。各地区环境规制标准执行的差异性给污染企

业提供了通过跨地转移回避环境治理的空间，地方政府间不够协调的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效应[7]。地方间形成降低环境

规制标准的“逐底竞争”,生态环境反而恶化[8]。张彩云等(2018)指出，污染的外溢特征和地方政府间的“竞相到底”策略使得

“分权而治”的防治措施难以有效促进绿色发展[9]。Zheng和 Kahn(2013)认为政府机制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机制，打破

行政区划的边界来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是有效治理环境的必经之路[10]。 

孙红玲(2009)认为“两型社会”建设应与城市群建设相结合，在空间上构建供给与需求规模对称的城市群经济体，实现经

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相统一[11]。就地级市数据而言，陈梅等(2015)采用超效率 DEA 模型测算 2007-2013 年“两型社会”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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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生态效率值，表明尽管影响试验区生态效率动态变化的因素不同，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效率值略优于武汉城市圈[12]。郝

国彩等(2018)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 2003-2013 年的绿色经济绩效进行测度，证实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经

济绩效呈现清晰的空间依赖和集聚特点
[13]
。 

综合来看，现有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提供的经验证据主要源自指标体系评价、效

率测度。即使偶有文献借助“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前后变化来评价政策实施效果，但方法单一、内容宽泛的问题依旧突出。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借助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借助多种政策评估方法，以期更准

确地识别“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工业绿色发展的因果处理效应及传导机制。 

二、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两型社会”试验区借助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发展，形成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倒逼)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污染综合治理

体系，体现了降低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与提升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双重蕴涵[14]。 

首先，彰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具有典型的“晋升锦标赛”特征。地方政府“向上负责”的激励机制，

是“两型社会”试验区工业绿色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切入点[15]。考虑到长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面临着经济

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权衡[16]。从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的主要责任单位，“两

型社会”试验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将激发地方政府通过清晰的政策目标，转变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策

偏好，这有助于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17]。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活动和制度完善，更好地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为验证以上分析，提出理论假说 1。 

假说 1“两型社会”试验区作为一项积极的政策干预，会对提高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起到显著的作用。 

其次，“两型社会”的实践性决定着绿色发展的目标设置应以转变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为导向[18]。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武

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指出，要“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增强

产业集聚功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指出，要

“形成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区域分工明确、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奠定建设两型社会的产业支撑基础”。从上

述文件内容可知，“两型社会”试验区激励地方政府以引导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重塑要素配置模

式，实现区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19]。为验证以上分析，提出理论假说 2。 

假说 2“两型社会”试验区借助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城镇化助推要素集聚等中介途径，实现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下降。 

三、政策识别与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采用 Xu(2017)[20]提出的广义合成控制方法对“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进行因果效应考察。假设 Git为城市 i在第 t期的工业

污染物排放水平，y 和 n 表示纳入和未纳入“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的城市集合。Myr和 Mno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各自的城市数目。

所有样本的观测时段为 t期，由于实验组城市纳入“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时期相同，即 ti0=t0。在此假设反映工业污染物排放水

平的结果变量 Git,由如下的线性因子模型计算得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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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为政策虚拟变量，T=1表示试验区设立后(2008年及以后)的年份，反之 T=0。实验组与控制组城市分别用 1和 0表

示。δit为城市 i 在第 t 期的异质性政策处理效应。Xit为可观测的控制变量，ft为不可观测时变共同因子向量。λi为城市 i 的

载荷向量。未纳入试点城市的数据生成过程为 Gi=Xiβ+Fλi+εi,i∈M。若用矩阵形式表示，可以记作： Gno=(G1,G2,

⋯,GMno)′Gno=(G1,G2,⋯,GMno)´。G1it 和 G0it 表示不同类型城市的潜在结果。试点城市 i 在第 t 期的个体处理效应为

δit=G1it1-G0it0,试验区政策在第 t期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就模型估计而言，首先假定因子个数 r 是已知的，根据控制组城市样本{Gi,Xi}i∈n 利用主成分法，对 Gno进行估计，得到

估计值(βˆ,Fˆ,Λˆno)，即 

 

基于(βˆ,Fˆ)与实验组城市在试点前的样本{Gi,Xi}i∈T,t<T0得到因子载荷Λˆ,即λˆi= ,

在此基础上，基于(βˆ,Fˆ,λˆi)估计试点城市的“反事实”结果 可以得到试点城市在第 t 期的平均处理效应

估计， 。 

(二)指标选取 

鉴于难以完整地获取固体污染物数据，在此主要考虑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工业废水排放强度(water)用工业废水排放量除

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SO2)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除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示，工业烟(粉)尘

排放强度(dust)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除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示。单位均为吨/万元。 

在控制变量方面，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第二产业发展水平(second)、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third)。以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city)。以人均 GDP(元)表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名

义 GDP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grow)。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地

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水平(edu)。以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示财政支出规模(public)。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源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某些地区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结合缺失年份

前后的数据进行线性插补。为尽量削减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 water、SO2、dust和 pgdp四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兼顾指标的经济含义，其他指标未进行对数化(见表 1)。 

四、实证检验 

(一)“两型社会”试验区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平均处理效应 

试验区试点区域与合成试点区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反事实”结果如图 1、图 2和图 3所示。综合来看，试点区域与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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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区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变化趋势整体保持着较为一致的特征。在试验区政策实施前，真实值与合成值存在较小的差异。

在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以 water、SO2 表征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负值，且通过了 95%的置信区间。而

dust 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尽管也为负值，但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政策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分区域比较而言，从图 2 来看，在试

验区政策实施之前，武汉城市圈与合成武汉城市圈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二者

water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说明试验区政策的实施对降低 water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

SO2的变化也具有这一近似的特征，而 dust的平均处理效应表现不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效果。从图 3来看，在试验区政策

实施之前，长株潭城市群与合成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二者的工

业污染物排放的整体差异表现得日趋明显，这说明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在试验区设立初期所受影响较小，但随着试

验区的推进，其对长株潭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愈发明显。 

表 1指标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water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1.572 1.211 -1.795 5.388 1620 

SO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5.768 1.400 -10.89 -1.667 1620 

dust 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 -6.505 1.356 -10.09 -2.094 1620 

second 第二产业发展水平 48.07 9.342 18.71 75.86 1620 

third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37.28 7.572 20.66 69.78 1620 

city 人口城镇化水平 44.50 15.28 13.43 99.27 1620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10.02 0.893 7.779 12.34 1620 

grow 经济增长率 14.77 6.305 1.345 35.78 1620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2.339 2.161 0.006 20.11 1620 

edu 人力资本水平 1.579 2.153 0.024 12.70 1620 

public 财政支出规模 16.16 8.384 9.507 68.76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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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两型社会”试验区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平均处理效应 

 

图 2武汉城市圈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平均处理效应 

 

图 3长株潭城市群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平均处理效应 

(二)“两型社会”试验区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 PSM-DID分析 

鉴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试验区设立前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接下来运用 PSM-DID 模型评估试验区设立对工业污

染物排放的平均处理效应(见表 2)。总体来看，半径匹配与 5对 1最近邻匹配给出的平均处理效应在数值和显著性方面均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在全样本中采用 5%修剪水平剔除实验组分布尾部 5%的样本，结果表明修剪后所得的平均处理效应在数值和显著性

方面与基准结果没有表现出较大差异。 

接下来，将半径匹配和 5 对 1 最近邻匹配方法所得的结果加以对比解读。首先，对于 water 而言，“两型社会”试验区、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平均处理效应均为负值，且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检验。其次，对于 SO2而言，“两型社会”试验区

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164和-0.193,且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就说明“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降低区域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强度发挥着积极影响，但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平均处理效应对比来看，长株潭城市群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354

和-0.430,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武汉城市圈的平均处理效应却并不十分稳定。此外，dust的估计系数与 SO2有着比较近

似的特征，不再赘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试验区设立在降低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方面未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 

表 2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 PSM-DI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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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两型社会”试验区 武汉城市圈 长株潭城市群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修剪 5%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water 

ATT 
-0.181** 

(0.078) 

-0.260** 

(0.127) 

-0.304*** 

(0.088) 

-0.209** 

(0.091) 

-0.342*** 

(0.103) 

-0.208* 

(0.126) 

-0.326** 

(0.150) 

R2 0.876 0.141 0.860 0.874 0.847 0.881 0.844 

SO2 

ATT 
-0.164* 

(0.094) 

-0.193* 

(0.106) 

-0.181* 

(0.108) 

-0.150 

(0.109) 

-0.196* 

(0.113) 

-0.354** 

(0.159) 

-0.430** 

(0.178) 

R2 0.850 0.811 0.816 0.847 0.808 0.845 0.807 

dust 

ATT 
-0.160 

(0.131) 

-0.345** 

(0.136) 

-0.305** 

(0.139) 

0.048 

(0.150) 

-0.134 

(0.155) 

-0.422* 

(0.221) 

-0.362* 

(0.205) 

R2 0.687 0.650 0.655 0.682 0.649 0.678 0.651 

实验组 133 135 129 90 90 45 45 

控制组 1141 1485 1411 1265 1485 852 1485 

 

(三)“两型社会”试验区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 

依据之前的研究假说，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依次从 city、second和 third来考察“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工业污染物

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见表 3)。 

在 water方面，city的系数为 1.254,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相应的估计结果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加入中介变量对模

型重新估计后，water 的系数明显变小，说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发挥试验区设立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削减作用。

second的系数为-5.450,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加入中介变量对模型重新估计后，water的系数明显变小。这说明第二产

业占比的下降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试验区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而 third的系数为 4.327,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加入中

介变量对模型重新估计后，water的系数也明显变小，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降低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

关系。 

在 SO2方面，city和 third的估计结果表明存在中介效应，而尽管 second的系数为-5.450,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但相应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存在中介效应。在 dust方面，city的估计结果表明存在中介效应，而尽管 second、third的回归系数

能通过相应的检验，但实证结果均表明不存在中介效应。 

表 3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中介效应检验 

 

“两型社会”试验区 VS控制组 

water city water second water third water 

D×T -0.252** 1.254*** -0.911*** -5.450*** -0.305*** 4.327***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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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0.121) (0.123) (0.758) (0.107) (0.561) (0.107) 

中介变量 
  

-0.053*** 

(0.002)  

0.010** 

(0.004)  

-0.023*** 

(0.005) 

间接效应 
 

-0.659*** 

(0.069) 

-0.053*** 

(0.020) 

-0.098*** 

(0.024) 

 
so2 city so2 second so2 third so2 

D×T 
-0.124

**
 

(0.054) 

1.254
***
 

(0.121) 

-0.839
***
 

(0.143) 

-5.450
***
 

(0.758) 

-0.187 

(0.124) 

4.327
***
 

(0.561) 

-0.174
*
 

(0.102) 

中介变量 
  

-0.063
***
 

(0.002)  

0.026 

(0.024)  

-0.023
***
 

(0.005) 

间接效应 
 

-0.795** 

(0.082) 

-0.044 

(0.030) 

-0.103*** 

(0.027) 

 
dust city dust second dust third dust 

D×T 
-0.238** 

(0.120) 

1.254*** 

(0.121) 

-0.772*** 

(0.136) 

-5.450*** 

(0.758) 

-0.064 

(0.118) 

4.327*** 

(0.561) 

-0.105 

(0.118) 

中介变量 
  

-0.059*** 

(0.002)  

0.005 

(0.004)  

-0.015 

(0.010) 

间接效应 
 

-0.734*** 

(0.077) 

-0.026 

(0.021) 

-0.037 

(0.024) 

 

(四)“两型社会”试验区对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对控制组进行分类比较、重新选定样本时间段。 

从区域划分来看，考虑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对长江经济带地区间的异质性影响，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

中游与下游三个区域，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来看(见表 4),所得结论依旧保持稳健。从样本时间段来看，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基于此，为弱化样本期内由外生的政策叠加效应引起的估计偏误，将样本时间段变更为 2003-2012年，

估计结果与之前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吻合。 

第二，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首先，近些年来，皖江城市带、湘南、湖北荆州、江西赣南和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依次建立，这些位居长江经济

带的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或许会对地区间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产生影响。从控制组城市中剔除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后的

估计结果显示，water、SO2和 dust 的平均处理效应的符号和显著性依旧较为稳健。其次，若不考虑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度

的差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不同政策对各地区应该也具有相同的效能。由于难

以穷尽省级层面的环境保护政策，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项的相互项，以期控制省份层面的因素在线

性维度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所得结论依旧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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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稳健性检验 

 

“两型社会”试验区 VS 变更时间段 

(2003-2012) 

剔除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 

控制省份 

层面因素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water 

ATT 
-0.423*** 

(0.125) 

-0.161** 

(0.075) 

-0.436*** 

(0.091) 

-0.151* 

(0.083) 

-0.337*** 

(0.089) 

-0.263*** 

(0.096) 

R2 0.824 0.938 0.862 0.832 0.871 0.855 

SO2 

ATT 
-0.646*** 

(0.155) 

-0.583*** 

(0.180) 

0.199* 

(0.116) 

-0.041 

(0.097) 

-0.262** 

(0.112) 

-0.162* 

(0.098) 

R2 0.757 0.666 0.873 0.768 0.801 0.807 

dust 

ATT 
-0.404** 

(0.199) 

-0.238 

(0.145) 

-0.520*** 

(0.166) 

-0.287** 

(0.137) 

-0.402*** 

(0.139) 

-0.259* 

(0.144) 

R2 0.603 0.739 0.674 0.650 0.647 0.668 

实验组 135 135 135 90 135 135 

控制组 465 405 615 990 1245 1485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 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和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探究试验区设立对区

域工业绿色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试验区设立使得试点城市相较于非试点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二

氧化硫排放强度显著降低，但在降低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方面并不十分明显。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三产业结构占比等指标

在降低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方面的中介效应显著。总体来看，“两型社会”试验区在降低区域工业污染物排放强

度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 

政策启示。第一，依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形成分工协作、布局合理、

优势互补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空间规划布局。面对跨区域多要素生态环境问题交织，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以寻求流域内产业

分工协作和关联协调发展的有序化系统为主旨，在空间层面上形成绿色产业密集区，在非空间层面上形成有机的生态产业链，

实现对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扰动。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为抓手，不断拓展长江经济带生态产业

空间体系。第二，着力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工业走廊，推动绿色工业产业链延伸。《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

2020 年绿色发展理念要普遍贯穿于工业领域全过程”。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超工业化”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

来解决。按照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以钢铁、煤电、水泥、有色、建材、化工、纺织等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为重点，围绕资源能

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清洁生产改造，在企业之内、园区之中、区域之间推行工业结构清洁化

转型，构筑共生互动的生态环保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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